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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绪事件理论的员工非理性外部揭发机理研究
成瑾  曹婷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 厦门 361005）
摘  要  外部揭发是员工将组织的不当行为向社会、外界曝光的行为。目前文献认为员工外部揭发的
动机是基于组织利益和员工理性的。然而 , 员工外部揭发也可能是员工基于情绪宣泄的一种非理性选
择。本文以情绪事件理论为基础 , 提出组织负面情境会影响员工的消极情绪 , 员工消极情绪的累积会
引发员工的外部揭发行为。同时 , 员工个人特征和组织特征会调节组织负面情境通过员工消极情绪引
发外部揭发的作用过程。本文进一步提出两个具体化的理论模型。第一 , 本文认为员工感知的组织政
治氛围会影响员工的不公平感 , 进而引发员工的外部揭发 , 员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以及组织内部沟通
渠道是否顺畅会调节这一中介关系。第二 , 本文认为辱虐管理会带来员工的愤怒 , 进而引发员工的揭
发行为 , 员工的个体神经特质会调节这一中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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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 , 每一个
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输入者和输出者。员工在观察到或
经历了组织的不当行为后 , 很可能会选择向社会揭发。例
如 , 2017 年 2 月优步前软件工程师 Susan Fowler Rigetti 发
布博客文章称 , 该公司的管理层无视她与其他女性员工多
次针对其他主管提出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指控。该消息
发布后 ,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种员工将组织不当行为向
社会、外界曝光的行为被称为外部揭发（Near & Miceli, 
1985）。
外部揭发一直是伦理上有争议的行为。一方面 , 外部
揭发能阻止企业的不当行为（如弄虚作假、虚假广告宣传
等）, 减少社会损失 , 维护社会公义。但另一方面 , 外部揭
发会泄露组织秘密 , 违背员工需对组织忠诚的约定（Zhang, 
Chiu, & Wei, 2009）。同时外部揭发会给组织带来巨大风
险 , 很可能给组织带来远远超过其过失的惩罚 , 这对组织
和过失者也显失公平（Miceli & Near, 1988）。鉴于外部揭
发在伦理上存在的争议 , 目前文献对揭发的研究还停留在
对揭发整体的研究上 , 对于内部揭发与外部揭发的分类研
究还非常少。此外 , 目前有部分文献认为揭发是员工的伦
理行为 , 是员工为了促进组织整体利益而做的一种选择
（Baston, 1983）。也有文献认为揭发是员工的一种亲社会
行为 , 员工在做揭发决策的时候 , 既考虑组织整体利益 , 也
考虑个人利益（Dozier & Miceli, 1985）。但在现实生活中 , 
很多员工揭发并非是为了组织利益 , 而仅仅是基于私怨进
行报复 , 或者基于政治动机 , 对对手进行打击 , 或者是对
个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情感宣泄。但目前关于员工这种灰
色揭发动机的研究很少 , 基于情感宣泄非理性动机的揭发
研究更几乎没有出现。
情绪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是由
Weiss 和 Cropanzano （1996）提出的。该理论关注工作事
件对情绪进而对态度行为产生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员工经
历的工作事件会引发员工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体验 , 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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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进一步影响员工的态度与行为。基于此理论 , 本文认
为员工的外部揭发行为很可能是由其在组织中经历的负面
情绪引致的。由此 , 本文以 AET 理论为基础 , 研究基于情
绪反应的员工非理性外部揭发的内部机理。具体来说 , 本
文研究以下内容 : 第一 , 是什么组织情景因素引发了基于
情感宣泄非理性动机的员工外部揭发行为 ? 第二 , 这些因
素作用于员工外部揭发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是什么 ?
2 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
员工揭发是离职或在职员工向能够采取行动的个人或
组织披露违法的、不道德的、不正当的做法 , 其中违法是
指根据法律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 , 不道德是指揭发者认为
是错误的、违背道德的行为 , 不正当则是指被揭发者解读
为超越组织权威的行为（Near & Miceli, 1985）。目前关于
员工揭发的文献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 第一 , 员工揭发行为
的定义及动机 ; 第二 , 员工揭发的决策模型 ; 第三 , 影响员
工揭发的具体因素。
2.1 员工揭发行为
“揭发”（Whistleblowing）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 , 当有
违法行为发生时 , 巡警用吹哨子的方式来告知公众。1963
年 , 因美国国务卿 Dean Rusk 被迫解职事件“揭发”首次
被引入管理领域。目前关于员工揭发的大部分研究使用的
都是 Near 和 Miceli（1985）对揭发的定义 , 即“组织成员（过
去或现在）向可能会产生影响的个人或组织披露组织中的
不道德或非法行为的做法”（Near & Miceli, 1985）。揭发
是组织中的一种企图通过吸引上级权力或者外部权力来对
组织内部进行干预 , 从而改变组织中的不道德或者非法行
为的做法（Rusbult, Dan, Rogers, & Mainous, 1988）。从揭
发的内容出发 , Bowie（1985）认为揭发是组织内部人员
将他们知道的确定的对第三方或者组织有害的行为活动信
息告知公众。
根据以往员工揭发行为的研究 , Chiasson（1995）将
员工揭发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方式 : 一是员工内部揭发行为
（Internal Whistleblowing）, 即员工向组织内部的管理者或
上级领导检举揭发组织中的不道德或非法行为 ; 二是员工
外部揭发行为（External Whistleblowing）, 员工向组织以
外的能够采取行动的媒体、政府相关机构等检举组织中存
在的非法或不道德行为。一般来说 , 揭发行为是逐步进行
的（Mansbach & Bachner, 2010）。首先员工会进行内部揭
发 , 揭发者向他或她的直接上级或者在组织等级较高的其
他人举报以阻止不法行为或损害公众或第三方的行为。如
果员工认为进行内部揭发不恰当或者进行揭发后得不到正
向反馈 , 则揭发者可能会向外界如新闻界或警方披露组织
中的违法行为（Near & Miceli, 2016）。外部揭发是一个需
要谨慎思考的行动 , 揭发者需要考虑组织的利益和外部揭
发可能带来的损害。如果组织内部沟通渠道不顺畅或者内
部揭发并未制止组织中的不法行为 , 也会为揭发者提供外
部揭发的道德理由（Mansbach & Bachner, 2010）。内部揭
发和建言之间有相似之处（Near & Miceli, 1985）, 但两者
之间有一个本质区别 , 就是在揭发者看来 , 内部揭发涉及
不法行为。但此种“不法行为”是由观察到的员工决定
的。如果管理者认为揭发者信息不准确 , 组织内部并没有
发生任何不法行为 , 这可能会造成管理者和揭发者之间的
脱节 , 这种情况下 , 揭发者更倾向于进行外部揭发（Near 
& Miceli, 2016）。此外 , 外部揭发与报复有关。如果揭发
者揭发的是管理层 , 管理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报复内部揭
发人阻止揭发者进一步的行动 , 但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根据过去对举报人的调查结果 , 受到报复的内部揭发人更
可能会进行外部揭发行为。
研究表明 , 揭发者进行揭发的动机主要有道德动机、
财务激励、角色规定揭发义务和报复（Henik, 2015）。例
如 , 对组织有个人仇恨的揭发者更有可能参与外部揭发 , 
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揭发过程对组织施加最大的损
害（例如损害组织、股东、客户、媒体等）。或者 , 揭发
者将揭发视为规定的工作职责 , 这种动机下更有可能进行
内部揭发 , 因为他们揭发行为的目的是保护组织。内部揭
发相比于外部揭发更能被视为一种理性决策过程的结果。
Ponemon（1994）从利益与伦理的角度将员工揭发动机分
为伦理性动机（纯利他性动机）、经济理性动机（既有利
他成分 , 也有利己成分）以及非利益性动机和利益性动机。
揭发者的实际动机因人而异不能完全被他人所知 , 然而 , 
揭发者的动机会影响他们被信任的程度（Near & Miceli, 
1995）。相对来说 , 人们更信任具有伦理性动机的揭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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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员工揭发的决策模型
员工揭发的决策模型主要有 Dozier 和 Miceli（1985）
的亲社会组织行为模型、Ponemon（1994）的伦理决策模型、
Gundlach, Dougla 和 Martinko（2003）的社会信息加工模
型（刘艳 , 赵曙明 , 蒋丽 , 2014）。Dozier 和 Miceli（1985）
的亲社会组织行为模型认为揭发是一种“亲社会行为”, 
揭发者在实施揭发行为时既有利己的部分 , 也有利他的部
分 , 决策者揭发决策的确定是在其权衡揭发收益成本的基
础上做出的。具体来说 , 揭发决策需要经过五个步骤 : 第一 , 
组织成员意识到了组织错误行为 ; 第二 , 组织成员认为组
织错误需要纠正 ; 第三 , 组织成员认为自己能对错误的改
正有所影响 ; 第四 , 组织成员认为揭发行为可行 ; 第五 , 组
织成员认为揭发的收益大于成本。Ponemon（1994）的伦
理决策模型则把揭发看作一种伦理行为 , 认为揭发者进行
揭发主要是基于伦理动机 , 而非利益性的动机。具体来说 , 
揭发分为四个阶段 : 伦理感知、伦理判断、伦理价值选择、
伦理坚持。Gundlach, Dougla 和 Martinko（2003）的社会
信息加工模型认为个人如何归因和进行错误行为的责任判
断 , 以及对他们行为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 , 影响他们的情
绪以及做出揭发的决策。具体来说 , 决策行为分为以下四
个阶段 : 第一 , 个体观察到组织的错误行为 ; 第二 , 个体对
错误归因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 在个体进行错误归因过程
中 , 犯错者自身的印象管理策略影响潜在揭发者的归因以
及成本收益分析过程 ; 第三 , 责任判断和感情变化过程 ; 
第四 , 做出揭发决策。以上三个模型中 , 亲社会组织行为
模型和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均把个人看为行动的谋略家 , 会
根据情景因素进行精明的成本收益分析 , 进而做出揭发决
策。而伦理决策模型中的个人做出揭发决策主要是基于伦
理动机 , 而非个人的利益动机。
2.3 员工揭发的影响因素
除了以上的揭发决策模型 , 目前有不少学者实证研究
了揭发的前因变量和其作用机理。具体来说 , 影响员工揭
发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组织因素以及不当行为本身的
特征。
个人因素中首先被研究的是人口统计变量特征 , 如性
别（Miceli, Near, Rehg, & Scotter, 2012）、年龄（Stansbury 
& Victor, 2009）、任期（Dworkin & Baucus, 1998; Zhang et 
al., 2009）, 但人口统计变量特征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
致。此外 , 员工的个性特征被用来预测揭发行为。实证研
究表明 , 主动性人格（Near & Rehg, 2001）、个体的控制点
（Chiu, 2003）、自我效能（MacNab & Worthley, 2008）、马
基雅维利主义（Dalton & Radtke, 2013）、情景平衡力（Miceli 
et al., 2012）、积极情绪的个体（Zhang et al., 2009）与揭发
意愿相关。此外 , 员工的组织地位与监督者角色（Miceli 
& Near, 1988; Miceli et al., 2012; Miceli & Near, 1984; 
Rothewell & Baldwin, 2007）被认为与员工揭发意愿相关。
组织因素中领导者因素是决定揭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的实证研究证明伦理型领导通过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关
系促进员工揭发（Bhal & Dadhich, 2011）; 真诚型领导通
过心理安全感和个人认同促进员工揭发（Liu et al., 2015）。
除去领导风格 , 组织氛围对员工揭发具有重要影响（Miceli 
& Near, 1985, 1988）, 目前实证表明组织的公平氛围
（Seifert, Sweeney, Joireman, & Thornton, 2010）、组织伦理
氛围（Zhang et al., 2009）会增强员工揭发不当行为的可能
性。关于组织特征的研究还认为公共部门而不是私营部门
的员工揭发发生率更高（Mesmer-Magnus & Viswesvaran, 
2005）。此外 , Brewer 和 Seiden（1998）对联邦公务员揭
发行为的研究发现曾有过不当行为揭发经历的员工往往是
在高绩效团队中工作。
不当行为特征也是影响员工揭发的重要因素。学者研
究证明不当行为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会影响员工的揭发意向
和行为。Near 和 Miceli（2015）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不
当行为的揭发率 , 歧视、性骚扰 , 偷窃和安全问题等揭发
的发生率更高。Robinson, Robertson 和 Curtis（2012）的
研究则发现不当行为的类型差异导致不当行为的隐蔽性不
同 , 而隐蔽性的不同会影响员工的揭发意愿 , 不当行为隐
蔽性越强 , 员工的揭发意愿越低 , 如财务舞弊行为与偷窃
行为相比隐蔽性更强 , 因此员工揭发财务舞弊行为的意愿
低于揭发偷窃行为的意愿。Cassematis 和 Wortley（2013）
的研究表明 , 员工感知到的不当行为的严重性、不当行为
对自身的伤害对揭发决策的影响最为突出和显著 , 揭发者
与不揭发者相比感知到不当行为对自身产生的伤害更大 , 
揭发者比不揭发者感知到的不当行为更加严重。
除了关于揭发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 Near 和 Mic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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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的研究表明 , 外部揭发会给组织带来各种成本 , 为
了鼓励员工内部揭发 , 而非外部揭发 , 管理人员需要采取
明确的步骤 : 调查指控 , 使受影响的人知道调查结果 , 纠
正问题 , 避免报复举报人。
由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 第一 , 目前文献中关于揭
发动机的研究非常不充分。动机的分类主要集中在道德动
机、财务激励、角色规定揭发义务、报复 , 这些动机并不
能解释所有揭发行为的动机。在商业生活中 , 揭发并非总
是基于正义动机的亲社会行为 , 也并非总是基于理性 , 很
可能是基于情感宣泄进行的非理性揭发行为。但基于情感
事件、情感宣泄这样的动机研究并没有出现在目前的文献
研究中。第二 , 因为内部揭发与外部揭发在揭发动机、揭
发效果、揭发行为的伦理性上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外部
揭发 , 因为其对组织公众形象可能造成的伤害 , 在伦理上
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目前文献主要是关于揭发行为的
整体研究 , 并没有单独对内部及外部揭发行为进行深入研
究。第三 , 目前有个别研究表明 , 内部揭发行为的反馈效
果也是导致外部揭发行为产生的一个原因 , 但内部揭发如
何转化为外部揭发的研究目前还非常不充分。这也为我们
的研究提供了可以拓展的空间。
3 基于情绪事件理论的员工非理性外部
揭发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的文献综述 , 本文聚焦于员工基于情感宣泄
等原因的外部揭发。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揭发行为有独特的
揭发动机 , 因此在构建基于情绪事件理论的员工非理性外
部揭发模型前 , 本文首先对员工的揭发动机进行分类。
3.1 员工揭发动机分类
根据目前的文献 , 员工揭发动机可以分为伦理性动
机（纯利他性动机）、经济理性动机（既有利他成分 , 也
有利己成分）以及非利益性动机和利益性动机（Ponemon, 
1994）。这种揭发动机分类有所遗漏 , 没有涉及到员工揭发
的非理性动机。本文首先对员工揭发动机进行分类 , 将揭
发动机分为以下四类 : 伦理性动机、经济理性动机、非伦
理动机以及非理性动机 , 并且在随后的研究中主要聚焦于
基于非理性动机的员工外部揭发。具体分类如图 1 所示 : 
首先 , 本文认为员工揭发动机可以分为理性动机和非
理性动机。理性动机是员工对事件的收益成本进行权衡比
较后作出揭发决策。非理性动机是指员工在进行揭发时对
其收益和成本的考量较少 , 主要是特定情境下的情绪迸发、
情绪宣泄 , 在这种动机下员工所进行的揭发行为很难计量
行为所带来的效益。
对理性动机 , 根据以往相关研究 , 本文从员工揭发的
利己和利他的视角进行分类 , 可以将员工揭发动机分为如
下四类 : 第一类 , 员工在进行揭发时 , 既考虑组织利益 , 也
考虑个人利益 , 在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之间进行权衡 , 此
类行为动机称之为员工的经济理性动机 , 这种揭发动机在
员工揭发中比较常见。第二类 , 员工的伦理性动机 , 也即
员工进行揭发 , 完全是基于组织利益 , 阻止组织的不当行
为 , 没有考虑个人利益。只有具有崇高的道德标准、很强
道德认同的员工才会考虑进行这种伦理型揭发。第三类 , 
成瑾等 : 基于情绪事件理论的员工非理性外部揭发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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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不同动机的外部揭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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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员工的非伦理型动机 , 也即员工在进行揭发时 , 主要是
考虑个人利益 , 而非组织利益。比如员工为了击败竞争对
手而进行的竞争性揭发 , 或者基于个人私怨而进行的报复
性揭发。这种揭发动机虽然并非完全或者部分出于组织利
益 , 但这种揭发动机在组织生活中经常出现。在理性视角
下 , 员工不会基于非利己 - 非利他的动机进行揭发。
员工在进行揭发时 , 可能既有理性动机 , 也有非理性
动机 , 两种动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 但目前研究中关于
员工非理性动机的研究较少 , 本研究即研究员工非理性动
机的外部揭发。
3.2 基于 AET理论的员工非理性外部揭发的总体模型
AET 理论主要关注工作事件对情绪进而对态度、行
为产生的影响。该理论把情绪作为解释员工态度和行为
的一个关键因素 , 认为员工经历的工作事件会引发员工的
情绪体验 , 而情绪的累积又会进一步影响员工的态度与行
为。情绪体验影响个体行为主要存在两种途径 : 一是情绪
可直接影响员工的行为 , 产生情绪驱动行为（Affect-Driven 
Behaviors）; 二是情绪也可以通过影响员工的认知以及
判断 , 进而影响员工行为 , 产生判断驱动行为（Judgment-
Driven Behaviors）。在 AET 理论中 , 工作环境因素例如工
作特征、组织氛围等会影响员工对工作事件的体验 , 进而
导致员工正面和负面的情绪 , 这些情绪会对个体的行为和
态度产生影响。个体特质也有助于这些积极和消极情绪的
形成。情绪事件理论的作用机制如图 2 所示 : 
AET 理论认为情绪可能是工作场合与员工行为之间的
关键环节 , 因此管理者和研究者应该注意组织环境中产生
的情绪和引发它们的事件 , 即使这些情绪看起来相对较少。
在AET理论的框架下 , 工作环境决定了“情绪事件”的发生 , 
进而引发个体的情绪反应 , 这些感觉会导致个体做出冲动
性行为 , 也即情绪驱动行为。典型的情绪驱动行为包括愤
怒、悲伤、暴力等消极的情绪爆发产生的行为 ; 同时也包
括喜悦、愉悦的积极情绪产生的行为。但是从长远看 , 情
绪和情感的积累影响个体的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态度等。
工作满意度等态度会影响个体认知 , 从而产生判断驱动性
行为 , 比如离职、反社会行为等 ; 或者相反 , 个体产生积
极的情绪体验 , 决定用更加认真的工作态度来回报组织或
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等（Wright & Cropanzano, 1998）。
目前文献中关于 AET 的研究支持了 AET 的核心原
则 : 情绪状态是工作者在工作中思考和行为的基础（Weiss, 
Nicholas, & Daus, 1999; Fisher & Ashkanasy, 2000）, 情绪能
够调节组织变量对情感和行为结果的影响（Fisher, 2000b; 
O'Shea, Ashkanasy, Gallois, & Hartel, 1999）。在有关揭发的
研究中 , Gundlach 等（2003）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中 , 
引入了情绪变化作为揭发行为的前预测变量。在 Gundlach
等（2003）的研究中 , 当恐惧的情绪强于愤怒和怨恨的情
绪时 , 潜在的揭发者就不会去揭发。强烈的情绪往往是思
想和行动之间的动机渠道 , 基于 AET 理论 , 我们认为当员
工长期处于消极的组织情境下 , 累积的负面情绪超过了自
身可以净化的程度时 , 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就会增加员工
进行外部揭发的情绪动机 , 从而加大员工外部揭发的可能
性。在此作用过程中 , 某些员工个性、组织特征会影响员
工对负面组织情境的认知 , 进而调节负面组织情境对员工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Weiss & Cropanzano, 1996）
图 2 情绪事件理论作用机制
工作环境特征
工作事件 情感反应
· 员工认知
· 员工判断
情感驱动行为个体特征
判断驱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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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情绪的影响 , 同时员工的某些个性、组织中的一些特
征也会影响员工消极情绪对员工外部揭发意愿的影响。由
此 , 本文得出基于情绪事件理论的员工非理性外部揭发行
为理论框架（如图 3 所示）。
具体而言 , 负面组织情境可以从组织氛围、领导风格
和行为等方面来考虑。领导风格和行为主要是指“阴暗”
的领导风格与领导行为 , 包括自恋型领导、辱虐管理、独
裁专制、领导者奖励缺失和惩罚缺失等内容。组织氛围主
要是指不能激发员工内在的积极情绪、压抑员工创造力、
给员工带来消极体验的氛围 , 主要包括组织政治氛围、过
度绩效氛围、组织非伦理氛围等。
情绪是重要的生理与心理现象。员工情绪可分为积
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刘宏艳 , 胡治国 , 彭聃龄 , 2008）。积
极情绪即正性情绪或者具有正效价的情绪 , 包括快乐、满
意、兴趣、自豪、感激和爱等情绪因素（郭小艳 , 王振宏 , 
2007）; 消极情绪一般包括恐惧、悲伤、愤怒、焦虑、嫉
妒等情绪因素。在消极情绪中 , 有的消极情绪会让员工产
生逃避、沉默等行为 ; 有的消极情绪会让员工产生战斗、
反抗等行为。本模型中的情绪主要是指能让员工产生行动
的消极情绪 , 比如愤怒、不公平等情绪。
员工情绪的产生与员工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以及与员工
的个性、才能等息息相关。例如 , 当员工感知到组织有很
强的政治氛围时 , 如果员工自身的政治技能很强 , 员工的
失落、恐惧等情绪就会大大降低 ; 相反 , 员工可能看到机会 , 
产生信心和希望。因此 , 员工个性能够调节负面组织情境
与员工消极情绪的关系。员工的个性也会调节消极情绪与
外部揭发行为的关系。例如 , 如果员工是神经质个性时 , 
员工在组织中所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更容易让员工产生冲动
行为 , 导致员工的外部揭发。
在负面组织情境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外部揭发行为的路
径中 , 某些组织特征也会影响这一路径的发生。例如 , 员
工的直接上级对员工的领导方式很苛刻 , 如果组织有通畅
的沟通渠道 , 有科学的反馈机制 , 员工可以向高层申诉领
导者的不当行为 , 组织可迅速对员工申诉进行调查 , 并对
领导者给予相应的教育、培训或者奖惩 , 就会大大降低员
工对辱虐管理者的不满和愤怒。同时 , 如果组织沟通机制
顺畅 , 当员工有愤怒等情绪时 , 员工可以选择内部揭发 , 而
不是外部揭发。综上 , 本文得出如上的整体理论模型。
4 基于AET理论员工非理性外部揭发的
模型应用
在以上综合模型的基础上 , 本文选择两个典型的负面
组织情境因素来构建具体理论模型 , 从而进一步解释员工
外部揭发的内在机理。已有研究显示 , 组织政治与负面情
绪有关 , 组织政治创造了组织氛围压力 , 也支持压力的负
面结果。同时 , 也有研究表明 , 辱虐管理是一种长期的、
持续性的破坏性行为（Oh & Farh, 2017）, 会给下属带来
心理上以及行为上的负面影响（朱月龙 , 段锦云 , 凌斌 , 
2009）, 例如情绪消极、家庭暴力行为、工作态度消极等。
因此 , 本文选择组织政治氛围、辱虐管理作为影响员工外
部揭发的负面情境 , 并选择与两种负面情境因素相对应的
情绪变量以及员工个性和组织特征变量来探讨这些变量如
何影响员工的外部揭发。
4.1 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影响外部揭发的机理
针对组织政治氛围 , 本文建模（见图 4）。 
4.1.1 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与外部揭发
组织政治是组织员工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
成瑾等 : 基于情绪事件理论的员工非理性外部揭发机理研究
负面组织情景 员工消极情绪
· 员工个性
· 组织特征
外部揭发
图 3基于情绪事件理论的员工非理性外部揭发行为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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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 毫不顾及组织内其他人的利益等（Kacma & Baron, 
1999）。组织政治的目的是“获得某种优势”, 如晋升 , 权
力或更好的绩效评估等。组织政治是自私自利的活动 , 对
组织或其成员往往是有害的（ Kacma & Baron, 1999）。组
织政治感知（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是个体
感知到的组织内成员运用权力实现个人利益而不受组织惩
罚的氛围（Naseer, Raja, Syed, Donia, & Darr, 2016）。相比
较于客观的组织政治 , 个人形成的对组织中的政治行为的
认识 , 更能够体现组织政治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 成为个人
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
当员工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浓厚时 , 意味着员工认为
组织中权力、利益的获得更多是通过裙带关系、逢迎、弄
虚作假等不正当方式获得的 , 而非是通过个人的贡献、才
华、能力、素质、品德等获得。这种浓重的政治氛围会重
挫员工积极性 , 会打击员工对组织的信心。作为员工个体 , 
内心又有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当员工遇到或者目睹组织中
的不当行为 , 比如虚报假账、凌辱员工等事件后 , 员工不
认为组织会有公正的解决和处罚 , 在这种判断下 , 员工很
可能会选择外部揭发。员工感受到的组织政治氛围越强 , 
员工对组织公正解决不当行为的希望就越小 , 就越会选择
外部揭发。由此 , 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 
命题 1: 员工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越强 , 则员工的外部
揭发意愿越强。
4.1.2 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与不公平感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研究主题 , 从苏格拉底、
柏拉图开始就有大量的学者一直在做公正研究。人们之
所以关心公平正义是因为多数人对人的尊严和价值有一
种基本的尊敬 , 公正是人类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Folger 
& Cropanzano, 1998）。在组织研究中 , 人们也一直非常重
视公平研究 , 因为组织公平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很大的
影响。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 公平性影响着员工的感知和
行为 , 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米
家乾 , 2004）。在组织研究中 , 公平的内涵在不断延伸 , 目
前人们通常认为组织公平有四个维度 : 分配公平 , 程序公
平 , 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分配公平主要是指人们认为奖
励、惩罚或者资源是否是按照某种合乎正义的规则进行的
（Colquitt, Conlon, Wesson, Porter, & Ng, 2001; Walumbwa, 
Cropanzano, & Hartnell, 2009）, 比如贡献原则、平等原则等。
如果违背这些原则 , 就会让人们产生不公平感。程序公平
是人们认为结果的分配程序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流程来执
行（Walumbwa et al., 2009）, 人们可以对分配程序进行控制 , 
从而确保分配结果合理。人际公平是指人们需要从决策者
那里受到同样的尊重（Colquitt et al., 2001）。信息公平主
要是指管理者在与下属互动时对信息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根据 Folger 和 Cropanzano（1998）提出的观点 , 为了
确定一个特定的情景是否公平 , 当事人必须做三个不同的
判断。首先 , 当事人遇到了不利的事件 , 其可能是不利的
决策结果、不利的决策程序 , 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次 , 个体必须判断其他当事人是否应该对不公平负责。
假设其他当事人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 , 但由于客观情况限
制没有实施 , 那么面对不利情境的个体也可能不会认为这
不公平。第三 , 判断不利的行为是否损害了某些伦理原则。
当三个判断均通过检验后 , 当事人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
平的待遇。
当员工感知到组织有很强的政治氛围时 , 员工会认为
组织中的晋升、奖励、薪酬并非与员工个人的能力、贡献
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 不公平感
马基雅维利主义
内部沟通渠道
外部揭发
图 4 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影响外部揭发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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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 , 员工也会认为组织中的分配、提拔程序不公开、
不透明。而且当组织中有很强的政治氛围时 , 小利益团
队、裙带关系等纷纷出现 , 组织中的管理者不会给予员工
公平的关爱 , 也不会对每个员工做到信息透明和相关事项
的充分解释。这些都会让处于关系劣势或者不愿钻营的员
工感知到自己所遭遇的不利结果 , 而且员工会认为这种不
公平的待遇与管理层有直接关系 , 并且损害伦理原则。此
外 , 当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政治氛围越强 , 则会加强个人的
离职意向 , 此时员工的思想和精力就会转向可能的工作选
择 , 而这一选择也反过来加大因工作和职业带来的压力 , 
从而更容易使得员工的不公平感增强（Andrews & Kacmar, 
2001）。由此 , 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
命题 2: 员工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越强 , 员工的不公平
感越强。
4.1.3 不公平感与外部揭发
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个体 , 人们希望能归属于某一群体 , 
并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尊重 ; 作为一个工具性的个体 , 
人们希望个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当员工感知到个人受到
不公平的待遇时 , 员工会感到不安（Lind, 2001）。此时 , 
员工往往会调整他们的心理或者自己的行为以改变这种令
人不愉快的状态 , 达到人们心理上的公正平衡。在此种情
况下 , 员工需要从心理上寻找一个发泄口 , 让自己的情绪
得到宣泄。在这种寻求公平的心理作用下 , 员工很可能进
行外部揭发。由此 , 我们得出命题 3: 
命题 3: 当员工累积的不公平感越强时 , 员工越容易进
行外部揭发。
命题 4: 员工感知的政治氛围会通过影响员工的不公
平感 , 进而影响员工的外部揭发。
4.1.4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调节作用
员工个人特征会影响员工情绪对其行为的影响。本文
认为 , 员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会调节员工感知的不公平感
对外部揭发的影响。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
是指个体利用他人达成自己个人目标 ,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一种行为倾向 , 这一概念来源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Christie 和 Geis（1970）将马基雅维利主义划分为三个维
度 : 人际操控有效性、愤世嫉俗的人性观和目的导向原
则。人际操控有效性是指个体自我中心感强 , 希望能够掌
握有利的人际关系 , 个体擅长利用他人、逢迎、欺骗、劝
说、思想控制等 ,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个体甚至认为人际操
纵是成功的关键（Jones & Paulhus, 2009）。愤世嫉俗的人
性观是指个体对人性的评价存在很多负面的态度。目的导
向原则 , 是指个体注重能力价值高于道德价值 , 为达到目
的可以忽视道德 , 不择手段。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表现出
组织公民行为等亲社会行为 , 可能是出于自我提升的需要、
获得支持需要或给他人特别是主管以好印象以便从中获利
（Becker, 2007）。
研究表明 , 管理者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更容易对工
作不满意（Topol & Gable, 1988）, Dahling 等（2009）也
证实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对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影响作用。
马基雅维利主义型员工更容易产生工作压力（Dahling, 
Whitaker, & Levy, 2009）, 在工作压力之下维持自己的形象
本身就会导致不满意。他们想要得到更多回报和控制他人 , 
因此可能永远不满意目前的职业 ,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信
任同事 , 在他人获得奖励而自己没有时更会导致对工作的
不满意。当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感知到组织中的不公平时 , 
由于自身的趋利主义、忽视道德、难以屈服等特质会促使
其更想通过外部揭发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 , 我们得出
如下命题 : 
命题 5: 员工感受到不公平时 , 员工马基雅维利主义倾
向越高 , 则越容易进行外部揭发。
4.1.5 内部沟通渠道的调节作用
当员工感知到组织的不公平时 , 员工作为具有主观能
动性的个体 , 会通过调整自身的思想适应组织不公平的状
态 , 或者通过自身行动来对组织的不公平进行反击。当组
织的内部沟通渠道顺畅 , 员工有机会和管理层进行沟通和
解释 , 员工感知的不公平感很可能不会引致员工的外部揭
发。同时当组织的内部沟通渠道顺畅时 , 员工有机会在组
织内部解决其遭到的不公平待遇问题 , 其所感知的不公平
感也很可能不会引致员工的外部揭发。因此 , 我们提出如
下命题 : 
命题 6: 组织内部沟通渠道负向调节不公平感与员工
外部揭发的关系 , 也即当组织内部沟通渠道越顺畅 , 员工
感受的不公平感越不容易引发员工的外部揭发 ; 相反 , 当
组织内部沟通渠道越不顺畅 , 员工感受的不公平感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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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员工的外部揭发。
4.2 辱虐管理影响外部揭发的机理研究
针对辱虐管理 , 本文建模（见图 5）。
针对辱虐管理 , 我们认为员工最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是愤怒 , 这种愤怒会直接引发员工报复性的揭发意愿 , 尤
其是在员工具有神经质人格时 , 员工更容易向外部揭发。
4.2.1 辱虐管理和外部揭发
辱虐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是指下属对上司持
续进行敌对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程度的感知 , 不包括肢体
接触的敌对行为（Tepper, 2000）。辱虐管理的具体表现主
要有 : 嘲笑、公开批评、大声发脾气、粗鲁无礼、漠不关
心下属、强迫下属、使用藐视性的语言等。从辱虐管理的
概念中 , 可以知道辱虐管理这一概念具有主观性、持续性、
敌意性、非身体接触等特征。管理者的辱虐行为会对员工
的情绪、心理健康、偏差行为、工作态度、工作绩效产生
消极的影响（Tepper, 2000）。
当员工感知到主管对其进行辱虐管理时 , 员工会感受
到主管对其进行的嘲笑和羞辱（Tepper, 2000）, 这种行为
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人际间的挑衅。当员工受到主管辱虐 , 
员工应该要做出相应的报复行动倾向。下属一旦被激怒 , 
就会采取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行为 , 无视其行为的长期后
果（Leith & Baumeister, 1996）, 直接报复和惩罚挑衅者。
然而对复仇和报复的研究表明 , 由于害怕反抗 , 个人往往
不会对具有更高职位的侵犯者进行报复（Aquino, Tripp, 
& Bies, 2006）。特别是 , 直接针对主管人员进行报复可能
会导致敌意升级和主管人员的进一步辱虐（Tepper, Carr, 
Breaux, Geider, Hu, & Hua, 2009）。所以 , 个人在选择对主
管的报复行为时要非常谨慎和小心。外部揭发作为员工的
一个行动策略 , 尤其是员工可以进行外部匿名揭发 , 一方
面可以让员工得以报复主管 , 另一方面 , 对员工还可以形
成一定程度的保护。由此 , 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 
命题 7: 上级辱虐管理越强 , 员工外部揭发的可能性
越高。
4.2.2 辱虐管理和愤怒
Oh 和 Farh（2017）认为当辱虐管理发生后 , 员工认为
自己的幸福感受到了威胁 , 就会产生消极的情绪（Michel, 
Newness, & Duniewicz, 2016）。也有研究表明 , 由于权力
关系的不对称因素 , 受到辱虐的下属不太可能直接抵触或
与其主管发生冲突（Mitchell & Ambrose, 2007）。相反 , 在
这样的环境中 , 员工可能会进行隐蔽的偏差行为 , 或停止
可能使其他人受益的积极行为（Sims, 2010; Avey, Wu, & 
Holley, 2015）。下属在受到主管辱虐管理的时候 , 虽然在
表面上没有表现出立即的冲突反应 , 但是管理者的辱虐管
理明显会对下属造成消极的情绪影响 , 累积其员工的愤怒
情绪。由此 , 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 
命题 8: 上级辱虐管理越强 , 引起员工的愤怒情绪
越强。
4.2.3 愤怒与外部揭发
根据评价倾向框架（Appraisal Tendency Framework, 
ATF）理论 , 每种情绪都有其特定的认知评价维度。在诸
多评价维度中 , 责任性和控制性这两种评价维度对了解决
策动因具有独特的作用。责任性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因素
为事件结果的产生承担责任的程度 ; 控制性是指事件结
果的发生由个人、他人或情绪因素控制的程度（Smith & 
Ellsworth, 1985）。愤怒是一种负面情绪。当个体愤怒时 , 
倾向于认为当事人对事件结果的产生是可控的 , 应为事件
结果的产生承担责任 , 即愤怒在两种维度上的核心评价主
题是人为责任和可控性。由此 , 有愤怒情绪的个体在做决
辱虐管理 愤怒
神经质
外部揭发
图 5辱虐管理影响外部揭发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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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时有其独特性。例如 , 在风险决策中 , 与负面情绪恐惧
相比 , 负面情绪愤怒下个体会更冒险（Lerner & Keltner, 
2001）。在助人决策的研究中 , 与愤怒情绪相比 , 悲伤情
绪下的个体为他人花费的时间和捐助的金钱更多。Folger
（1977）运用正义理论来解释揭发行为 , 他认为 , 责任分配
和相关责任归因对于揭发决策过程是重要的 , 因为责任判
断和责任归因可以直接影响个体揭发决定。结合现有文献
对愤怒的研究 , 当员工怀有愤怒情绪时 , 会认为上级主管
会对辱虐行为负有责任 , 而且上级主管可以控制辱虐行为
的发生。在这种情绪下 , 员工更容易进行外部揭发。由此 , 
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 
命题 9: 员工的愤怒情绪会促进员工的外部揭发。
命题 10: 辱虐管理会通过影响员工的愤怒感 , 进而影
响员工的外部揭发。
4.2.4 个体神经质的调节作用
神经质是人格特质的一种类型 , 神经质表现的是个体
情绪稳定性上的异同。神经质偏低的个体 , 一般情绪的波
动幅度比较平缓 , 遇事冷静、沉稳 ; 相反 , 神经质程度偏
高的个体 , 常常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 , 对生活满意度低 , 
情绪容易反复 , 遇事焦虑、不安、担忧过度 , 情绪波动幅
度大。研究发现 , 神经质与消极情绪 , 如焦虑、紧张、愤怒、
沮丧、悲伤、痛苦等有较强的相关性（Watson & Clark, 
1992）。当员工是高神经质的个体时 , 员工产生的愤怒情
绪不能得到很好的排解 , 愤怒情绪很容易进一步引发揭发
行动。相反 , 当员工是低神经质个体时 , 员工的愤怒情绪
可能会得到舒缓 , 会降低员工的揭发意愿。因此 , 我们提
出如下命题 : 
命题 11: 员工的神经质人格会调节愤怒与员工揭发之
间的关系 , 当员工是高神经质人格时 , 愤怒对揭发的影响
更大 ; 相反 , 当员工是低神经质人格时 , 愤怒对揭发的影
响会被缓冲。
5 讨论
员工外部揭发意味着员工向外揭露会对第三方产生伤
害的组织不当行为（Jubb, 1999; Miceli & Near, 2002）。在
组织研究中 , 有的学者认为揭发是在推动组织变革 , 揭发
者被视为组织的“变革推动者”、“内部审计制度推动者”
或“改革者”（Near & Miceli, 1985）。有的学者认为揭发
行为是一种亲社会行为（Dozier & Miceli, 1985; Miceli & 
Near, 1985, 1992）, 既强调他人的幸福 , 也强调个人的利益。
有的学者认为揭发是一个涉及伦理或者道德的决策过程 , 
例如 Graham（1986）以及 Dozier 和 Miceli（1985）认为
不当行为的严重性程度直接影响揭发者的决策。这些对揭
发的研究均认为揭发者是出于道德性的、利他性的动机而
进行揭发。本文以情绪事件理论为基础 , 认为员工进行外
部揭发并不仅仅是基于理性、利他的动机 , 很多时候 , 员
工进行外部揭发是员工的一种情感宣泄。员工在组织中体
验到负面的工作事件 , 积累了消极的工作情绪 , 继而通过
外部揭发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员工个性、组织特征会对负
面组织情境影响消极情绪进而影响其外部揭发的关系产生
影响。在此基础上 , 本文以典型的负面组织情境—员工感
知的组织政治氛围与辱虐管理为例 , 提出了两个员工外部
揭发的模型。
5.1 理论意义
本研究对揭发行为的理论研究有拓展。首先 , 本文对
揭发动机进行了更完整的分类 , 认为员工外部揭发不仅仅
是员工的一种伦理型或者经济理性行为 , 也可能是员工为
了个人利益而对竞争对手进行的报复性揭发。除此外 , 员
工外部揭发也可能是消极情绪累积的结果 , 是员工为了平
衡内心不满情绪实施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本文对外部揭
发动机的分类丰富了研究者对员工外部揭发的理解。其次 , 
本文基于情绪事件理论提出了负面组织情境影响员工消极
情绪 , 进而影响员工外部揭发的理论模型。本文提出的理
论模型丰富了研究者对员工外部揭发机理的解释视角。再
次 , 本文针对两个典型的组织负面情境——感知的组织政
治氛围和辱虐管理 , 提出其影响员工外部揭发的理论模型 , 
这是对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和辱虐管理研究的深化。最后 , 
本文的研究对内部揭发和外部揭发进行了区分 , 紧紧围绕
外部揭发进行研究 , 充分展示了外部揭发的独特性 , 细化、
丰富了揭发研究。
5.2 实践意义
本研究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在互联网和资讯传播
异常发达的今天 , 员工不恰当的外部揭发很容易演变成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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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企业危机 , 使企业失去内部修正错误的机会。研究员
工外部揭发的动因能让企业更深入地理解外部揭发现象 , 
从而更好地进行内部建设 , 减少员工外部揭发对企业造成
的破坏 ,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 , 企业中的员工并
非具有完美人格 , 很多时候会因为一己之私或者个人怨恨、
报复而将企业推上风口浪尖的舆论中央。了解基于“情绪
事件”动机的员工外部揭发的内部机理 , 可以让企业进行
更有效的员工沟通、社会影响策略 , 并在员工招聘、培训
方面更有针对性。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诸多不足 , 本文提出了基于情绪事件理论
的员工非理性外部揭发模型 , 在进行模型应用时所选择的
政治氛围、辱虐管理、不公平感、愤怒等变量缺乏系统性 , 
本文所选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神经质以及组织沟通渠道
等变量也没有经过严格检验。未来学者可寻找合适的理论
框架或者理论视角 , 在某些理论框架或者视角下选择变量
进行模型的构建与检验。此外 , 本文提出了员工外部揭发
理性动机与非理性动机的分类 , 未来学者可进一步检验这
种分类的严谨性以及两种分类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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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Employees' Irrational External Whistleblowing Based on Affective 
Event Theory
Cheng Jin, Cao T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External whistleblowing is the behavior that employees disclose the organization's misconduct to 
the society or the outside. The current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motivations exposed by employees are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 and employee rationality. However, employees' external whistleblowing can also be 
an irrational choice based on emotional cathar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ffective Event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negative context of the organization which will affect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employees.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employees will lead to external whistleblowing of the employees. 
The characters of the employees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that organizational 
negative context influences external whistleblowing through employee negative emot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wo concrete theoretical models. Firs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of employees 
affects the sense of unfairness among employees,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he willingness of employees to carry out 
external whistleblowing, and the Machiavellian employees and the numbers of intern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ll 
moderate this intermediary relationship. Secon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busive supervision gives rise to the anger of 
employees, which in turn triggers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external whistleblowing, and the employee's individual 
neu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ill regulate the intermediary relationship.
Key Words: External Whistleblowing; Irrational; Affective Ev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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